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第 ２５ 卷第 ４ 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ｌ ２０２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４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及其发展新趋向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摘　 要］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以拼贴或改写方式整合

多种文本，呈现多文本叠合的文本间性特征。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经历一个不

断发展演变的历程，从最初仅是叙述形式激进探索的结果，到后来发展成为创作审美的自

觉追求，并于近年来呈现新变趋向：拼贴式文本间性呈现为拼贴与改写、回望相结合；改写

式文本间性则是残缺或循环的关键性情节链渐趋闭合状态，或者穿插历史、文化及人性等

书写，使作品的情感基调、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等呈现多元综合趋向。 这是当代小说激进

探索与创新的产物，折射当代文化语境、文学思潮及主体性理论等的发展演变，体现当代

小说创作力图反叛与消解宏大历史叙事，探索文学审美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 先锋小说　 历史叙事　 文本间性　 拼贴　 改写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重大项目“七十年来历史题材小说的当代意识及其审美表达”（２０２０ＳＪＺＤＡ０２１）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经典化视野中的当代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研究”（２０ＦＺＷＢ０４０）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陈娇华，女，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这里用“文本间性”而不用“互文性”，是为了强调文本的复合性与对话性，以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单义性和独白性。
②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修订版），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７ 页。
③　 转引自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文学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④　 “近年来”指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有别于“新世纪初”，后者指 １９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至 ２０００ 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合法

性的确立，文学商品化成为现实、文学创作及文学现象等发生质变的这个时期。
⑤　 “先锋小说”既指盛行于 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坛的一股具有探索实验性质的特定文学思潮，又指“一切具有积极的开创性、

反叛性、实验性、前瞻性的文学创作”。 （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３ 页。）本文的“先锋小说”概念意涵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创作思潮尽管在 １９９０ 年代后逐渐转向

现实主义，但其先锋精神在此后的当代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承传。 特别是在一些始终保持思想艺术的激进探索与创新精神的小说

中，先锋小说的创作精神始终在深化与发展，李洱的《花腔》、莫言的《蛙》、余华的《文城》及王尧的《民谣》等即是显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呈现繁荣、活跃景象，涌现乔良《灵
旗》、余华《古典爱情》《文城》、莫言《红高粱》《丰乳肥臀》、格非《迷舟》《人面桃花》、刘震云《温故一

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李洱《花腔》、阎连科《受活》、李锐《银城故事》及王尧《民谣》等诸多作品。
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文本间性特征。 “文本间性”又叫“互文性”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①，它是“由克里斯

蒂娃（受巴赫金启发）系统阐述和发展的。 在其极为有限的共识意义中（热奈特），这一术语意指一

个文本与其明显相关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 在最为宽泛的共识意义中（巴尔特、克里斯蒂娃），这
一术语指任何文本（在广义的内容指涉上）与知识总量、潜在无限的编码网络以及富有意义的指涉实

践之间的关系”②。 这里是在“极为有限的共识意义”上运用“文本间性”，意指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
即一个文本通过拼贴、改写或化用等方法，把其他相关文本吸收、整合到自己文本中的多文本叠合现

象。 克里斯蒂娃指出：“所有文本都将自己建构为一种引语的马赛克，所有的文本都是另一文本的吸

收和转化。”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正是吸收、拼贴和改写多个其他文本，形成多文

本叠合现象，并于近年来④呈现新变趋势。

一、拼贴与改写：文本间性的两种基本方式

先锋小说⑤历史叙事秉承先锋文学精神，由以往关注“写什么”转向聚焦“怎么写”，突破传统现

实主义创作成规，致力于叙事探索与形式实验，使作品呈现叙述陡转、叠合，情节片断、零散，人物飘



忽、符号化等特征。 同时，由于叙述形式的激进探索、实验，形成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多文本叠合的文

本间性现象。 其中，拼贴与改写是两种基本的文本间性方式。 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更多情形是

两者相融于同一作品中。
“拼贴”又名“粘贴”，是先锋小说历史小说叙事文本间性呈现的重要方式。 它原是西方先锋派

艺术的一种绘画技法，指“把偶得材料，如报纸碎片、布块、糊墙纸等贴在画板或画布上的粘贴技

法”①。 后来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指文学作品中嵌入他人语录、广告词、新闻报告、典故、外语、菜单、
图画等等”②。 拼贴现象在先锋小说历史叙事中比较常见，只不过拼贴内容及其出现的频率前后有

不同的发展变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拼贴主要指不同时空的情景、画面及

细节等文学性片断的拼贴、并置，这些大多是由叙述形式的激进探索、实验生成的，并未成为创作审

美的自觉追求。 如《红高粱》中奶奶花轿在蛤蟆坑被劫、墨水河堤的抗日伏击战及高粱地里的情爱故

事等的拼贴，《灵旗》中二拐子讲述的红军伤号病亡、青果老爹幻觉中的九翠出殡及那汉子在行军途

中当逃兵等的拼贴，这些都是叙述形式陡转、叠合带来情节片断、零散的结果。 当然，作品也穿插、拼
贴了一些非文学性文本，如《红高粱》中的调查采访和县志史料等。 这些非文学性文本与散落于作品

各处的片断化情景、细节等有机交融，构成一种相互映衬、对照的关系，有利于更丰富、真实地表现历

史真实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拼贴更多倾向于各种文学性文本

与非文学性文本的拼贴、并置，且这种拼贴现象成为创作审美的自觉追求，形成一种所谓“交叉文化

蒙太奇”现象④。 《温故一九四二》在寻访和叙述 １９４２ 年河南特大旱灾历史的同时，拼贴、并置新闻

报道、调查采访、史料记载、政府公文及离异启事等多种文本；《花腔》也在寻找葛任的真实历史的同

时，拼贴、并置有关葛任故事的不同讲述、历史记载、回忆录及新闻报道等；《受活》也在叙述受活村村

民的致富狂欢故事中，拼贴、并置地方戏、传说故事、节庆民俗及有关大劫年、红难及黑灾等故事。 这

众多不同场景、画面或文类文本的拼贴、并置，不再像此前的拼贴内容那样可以有机交融，而是相互

驳诘、拆解，构成一种反讽情景。 《温故一九四二》中关于 １９４２ 年河南特大灾情的真相，拼贴的当年

记者采访、新闻报道等与五十年后的实地调查等，相互对立、驳诘，共同组构历史的多重面相。 《花
腔》中关于葛任的死亡真相，白圣韬、赵耀庆及范继槐等人的讲述同拼贴的新闻报道和史料记载等也

前后矛盾、相互消解。 这些相互矛盾、驳诘的拼贴内容，一方面捣毁了传统线性故事叙述，消解和颠

覆了大写的整体性客观历史，使历史真相呈现出不可知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叠合多种不同的历

史文本，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等。 拼贴式文本间性的这种对话特征反映了作者“富于挑战性

的历史反思，……用虚构文献整合形成的历史来挑战某些现代思想地位的合法性”⑤，作品不可避免

地流露出历史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色彩。
“改写”是先锋历史叙事文本间性呈现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改写是中国文学自古就有的一种书

写方式，如《牡丹亭》对“倩女离魂”故事的改写，《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改写，郭沫若《武则天》对
历代同类题材作品的改写等。 某种意义上，历史小说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改写。 有论者将改写分为仿

格改写、戏拟改写和自我改写等三种类型⑥，如果说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属于仿格改

写，那么新历史小说创作则属于戏拟改写。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也属于后者，即戏拟改写，被吸收和整

合进来的多个文本与原文构成反讽、质疑与消解关系。 这与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先锋性有关，先锋

性就是指作品思想艺术的前卫性与异质性。 《古典爱情》以柳生数次赶考不第及与小姐惠私订终身

无果等，改写古代《牡丹亭》式才子佳人作品。 柳生数次赶考落第情节的循环往复，抽空了故事的实

在内涵，使之成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象征意象；而柳生赶考不第及爱情无果，隐喻人生命运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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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实”（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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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玲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下）》，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１３ 页。
李明彦：《２０ 世纪中国小说互文改写的三种类型》，《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定和无法预料，宿命气息浓郁。 《迷舟》叙述萧旅长返乡参加父亲葬礼，结果阴差阳错死于警卫员枪

下的故事。 关键性情节链的缺失导致作品成为结构残缺文本，人物成为偶然宿命傀儡，这是对以往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改写。 类似的属于戏拟式改写叙述的，还有余华《鲜血梅花》、苏童《罂粟之家》
及《妻妾成群》等。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改写，由于抽空故事实在内涵和删去关键性情节链，使得历

史发展的因果链条断裂，人物主体性流失，也导致对历史真实和确定性价值意义的消解与颠覆，作品

不可避免地打上不确定与不可知的迷惘、虚无色彩。 因此，关键性情节链的缺失或循环构成先锋小

说历史叙事改写以往作品的重要方式，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的先锋小说历史叙事中

得到深化发展，不过，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比较明显的是，关键性情节链不再完全缺失，而是在后面

故事叙述中以追述形式隐现。 《人面桃花》中，秀米参加革命的经历及花家舍头领们的火拼原因等，
尽管开始被虚化、抽空为谜语，但随着叙述推进，谜底渐次揭开，原来是由于马弁对秀米的情欲意念，
导致他为六指利用，杀害花家舍头领，引起头领之间相互怀疑、火拼。 作品尽管存在对革命、乌托邦

的质疑、消解倾向，但也传达历代知识分子对于乌托邦理想执着追求的确定性价值意义。 《银城故

事》中，刘兰亭们起义的总指挥是谁，旺财从银溪捡起的竹片上写了什么，它们与起义有什么关系，等
等，也都是悬念，是缺失的关键性情节链。 但随着叙述展开，悬念渐次揭晓，残缺的情节链慢慢浮现。
前来援助银城官军的新军步营管代刘振武是起义总指挥，旺财捡到的竹片是刘兰亭散发的，上面写

着取消起义信息等。 革命者被血腥屠杀揭示最有理性的人类制造最无理性的历史，以及这“无理性

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①。 但作品通过欧阳朗云、刘振武等人的死亡也昭示革命者前仆后继

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通过巡防营统领聂芹轩的感伤与怅惘揭示清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这些

都体现作者对历史的审视和对生命的珍视。 同时，循环往复的情节故事不再显得虚幻、飘忽，而是渐

趋丰满、驳杂，因为实写了银城居民的日常生活、欲望及清政府镇压与扑灭革命的历史等。 《故乡天

下黄花》在围绕村长权力争夺而不断上演的“你方唱罢我登台”闹剧中，穿插叙述民国初期至 １９６０ 年

代末发生的帝制复辟、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婚丧民俗及小人物的生存困境等，融历史、文化、人性与

生命存在于一体，丰富作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丰乳肥臀》也通过上官家家族史模拟“２０ 世纪中国政

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政治狂欢”②，以及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叙述中穿插上官鲁氏“借种” “鸟
仙”附体及盲女祖先传说等民间故事，使循环往复的政治狂欢蕴含丰富驳杂的历史、文化、人性及生

命等意涵。
可见，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经历一个不断发展

演变的历程，从最初仅是叙述形式激进探索的结果，到后来发展成为创作审美的自觉追求，且主要以

拼贴或改写形式呈现。 如果说《红高粱》《灵旗》《温故一九四二年》《花腔》《受活》等的文本间性主

要以拼贴形式呈现，那么《古典爱情》《鲜血梅花》《故乡天下黄花》《丰乳肥臀》《人面桃花》等的文本

间性则主要以改写方式体现。 然而，无论拼贴还是改写，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都是朝向更

加丰富驳杂的历史、文化、人性和生命等思想意涵的开掘与拓展，体现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

的发展演变，揭示当代小说历史书写“由以往的走向革命到‘告别革命’的风尚性转变”③。 不过，近
年来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呈现出一些新变趋向。

二、回望与闭合：文本间性的新变趋向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时代降临，中国现代化进程急剧推进，再加上后现代主义、后人类史学和生

态主义等思潮影响，当代社会意识、文学思潮和历史观念等也发生相应变化。 相较于新世纪之交的

强调全球化和现代化倾向，近年来思想文化界强调民族复兴、文化强国及文化自信等命题，更倾向于

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论的汲取与借鉴。 文学思潮也由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与颠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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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的探索与尝试，转向这时期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丰

富驳杂景象。 历史观念也由解构现代理性历史观念，经历解构与建构相结合，转向以建构为主的多

元综合历史观念。 故而，这个时期的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如莫言《蛙》、张翎《劳燕》、王尧《民谣》及余

华《文城》等的文本间性也呈现一些新变趋向。
首先，拼贴与改写、回望相结合，使作品情感基调、思想意涵和审美风格呈现驳杂丰富的多声部

艺术景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将拼贴文本与情节片断并置，主要是为了表

现历史真实，凸显被以往事件历史真实所覆盖的心理真实和生命真实，丰富历史真实内涵，质疑以往

的现代理性历史观念，如《红高粱》《灵旗》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的先锋小说历史叙事

将拼贴文本与叙述文本并置，构成反讽情景，导致历史文本化，颠覆和消解了以往的理性历史观念，
如《温故一九四二》《花腔》等。 然而，近年来的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则是将拼贴与改写、回望相交织，
形成解构、怀旧与建构相融一体的多文本叠合状貌。 《蛙》以“我”式叙述回望姑姑几十年的故事。
作者一方面在叙述故事中拼贴书信、戏剧、画册资料及图案文字等各类文本，另一方面又在回望叙述

中改写许多别的文本，形成多声部复调艺术景观。 如写小狮子流泪磕头求子的情景，“她眼里饱含着

泪水，是因为爱孩子爱得深沉”①，这是改写艾青《我爱这土地》，以诗人庄严神圣的爱国情感形容卑

琐焦虑的个人意欲。 “我”在“堂吉诃德”饭馆与堂倌和陈鼻的对话，是改写《堂吉诃德》，古典崇高的

理想主义被改写成俗世卑微的利己主义。 文艺腔和日常口语的拼贴与对经典文本的改写相交织，给
人以强烈的错位感，特别是这种错位夹缠在往事追忆中，反讽与回忆相拼贴，感伤怀旧与反思批判相

交织。 这种不同话语的拼贴在最后的剧中剧更是鲜明。 拼贴剧本中高梦九以演戏成就骗局与叙述

文本中姑姑以假死完成赎罪异曲同工，两者构成互文关系。 可见，《蛙》是拼贴与回望、改写相叠合，
回忆、反思与重建相杂糅，寓意驳杂深刻。 《民谣》也是拼贴与回望叙述相结合，一方面是充满温情感

伤地回望“我”的青少年生活和家族故事，另一方面又以“杂篇”和“外篇”形式拼贴学生作文、倡议

书、新闻稿及入团申请书等各类文本。 作品不以线性叙述结构情节故事，而以“我”式叙述回望和穿

梭于不同时空中，“我”“你”“他”多重叙述人称自由转换，讲述“我”的家族故事、小镇的革命故事以

及不同时代的爱情故事等。 同时，“杂篇”与“外篇”众多别的文本的拼贴与并置，形成一种众声喧哗

的多文本叠合现象。 片断式回望叙述夹杂浪漫诗意抒情，回望式先锋叙述、温情历史回忆与后现代

拼贴相结合，小说与原小说并置，使作品既浪漫又先锋，诗意浓郁。 如前所述，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至

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拼贴文本与叙述文本构成反讽情景，具有质疑和颠覆已有创作成规和

历史观念的作用，而近年来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拼贴，由于与改写、回望相结合，拼贴文本与叙述文

本更多是一种互补、对照关系，以体现历史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审视中蕴

含同情与尊重的复杂情感。 正如《蛙》中姑姑最后竭尽全力帮助小狮子“生下”儿子，《民谣》中“我”
对四爹革命理想不坚定的遗憾以及对外公革命历史的正视与尊重等。 因此，拼贴文本与回望叙述并

置，后现代喧嚣与浪漫诗情相结合，使得拼贴内容中抹上一层感伤温情色彩，先锋小说历史叙事不再

仅是冷漠、戏谑、调侃及对历史的颠覆与消解，而是在充满感伤温情的诗意回望中蕴含对历史的反思

审视与同情尊重以及对正义的坚守等复杂情感态度。 思想意涵和历史观念趋向驳杂、综合与浑厚。
其次，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改写也在发生变化，缺失或循环往复的关键性情节链渐趋闭合。 如

前所言，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改写主要呈现为关键性情节链的缺失或循环往

复，导致情节故事处于非闭合性残缺状态，作品弥漫一种不可知与不确定的神秘宿命色彩。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改写虽然有了一些变化，缺失的关键性情节会在后面叙

述中逐渐隐现，被虚化和抽空的情节内容也渐趋丰满、驳杂，作品思想意涵趋向纷繁芜杂，但这种拟

弥合性趋向是以虚化的追忆形式出现，显得比较淡隐。 然而，近年来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改写的这种

残缺状态开始呈现拟闭合状态。 《文城》中人物的北上和南下及其处于寻找状态的情节设置，仿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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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的情景及寓意重现，改写迹象鲜明。 但《文城》的情节故事不像上述洋葱式

作品，缺乏明确、实在的思想意涵，仅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故事线头，而是呈现一种拟闭合状态。 《文
城》中给林福祥生孩子的小美是什么人，她与阿强是什么关系，他们来自何方，最终又去向哪里，等
等，都是悬念，是缺失的关键性情节链。 但这些悬念在《文城补》都得到解答。 《文城》和《文城补》合
起来就是一个拟闭合性完整故事，不仅交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传达出确定性的价值意义，即对

“信任、情义和仁慈”①等传统美德和价值观的肯定与坚守。 同时，作品还穿插写庚帖穿红衣的婚俗、
孕妇转胎迷信及宗教祭拜等传统文化，龙卷风、雨雹和大雪灾等极化天气，以及军阀混战、土匪杀戮

及男女私奔等历史传奇故事，使得思想意涵在浪漫传奇中趋向丰实驳杂。 《劳燕》也是如此，通过多

重叙述视角的转换重复书写关键性情节，改写以往单线叙述的战争历史书写。 作品以三个亡灵视角

叙述阿燕的悲惨遭遇与不幸命运，由于“我”式限定性叙述存在局限，作品不免充满未知、悬念，但多

个“我”式叙述相互丰富、补充，构成“全视角叙述”，不断使那些未知和悬念趋向闭合与完满。 同时，
作品穿插的书信、日记、报道、地方志及戏文等多种文本与多视角叙述形式相结合，“如同补丁填补姚

归燕故事的缺口，最终完整拼贴出姚归燕的生活路线图”②，揭示战争和男人带给阿燕的苦难及其于

苦难中体现出的勤劳、善良和坚韧品质，也体现作家对人性和生命的关注与探索。
总之，近年来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不论是拼贴还是改写方式，都呈现新变态势，拼贴

式文本间性大多以拼贴文本加改写文本或拼贴文本加回望式叙述出现；改写式文本间性则使残缺的

或循环的关键性情节链趋向闭合状态，或是穿插一些历史、文化、人性及生命等绵实、驳杂的故事叙

述等。 这些都体现作者对善良、正义和仁爱等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的弘扬与坚守，情感基调不再冷

漠、客观，而是趋向平和、温情，创作方法也呈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交

杂叠合倾向。 这些意味着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再是一味的消解与颠覆，而是融先锋

与传统、反思审视与同情尊重于一体的复杂情感态度。

三、多元复合语境、开放式文本与多重性意涵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的新趋向是当代小说激进探索与创新的产物，折射近年来社会文化

语境、文学思潮及主体间性理论等的发展演变，体现当代小说创作力图反叛与消解宏大历史叙事，探
索文学审美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 安伯托·艾柯指出：“在每一个世纪，艺术形式构成的方式都反

映了———以明喻和隐喻的方式对形象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当时的科学或者文化看待现实的方

式。”③即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形态及思想观念等。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

文本间性及其新变趋向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等的多元复合状貌。 某种意义上，它
是在当代社会历史的变动中产生，并以自身的艺术形式及其新变态势反映和参与当代社会历史的建

构。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是叙述形式激进探索的结果，反映

改革开放带给彼时人们激情、躁动和充满创新冲动的精神状态，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先锋

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以隐性形式浮现或充实那些缺失或循环的关键性情节链，体现商品经济发

展带给当时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如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失落及传统价值观崩塌等芜杂状貌，以
及文学试图构建新的价值观的努力，那么近年来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呈现的新趋向，则体现

新时代社会意识、文化形态及思想观念等的多元综合状貌。 尽管新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急剧加

速，商品化经济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建设也快速推进等，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及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等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不同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多元并存，这种不平

衡性和多元驳杂的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必然影响文学创作，形成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多文本叠合的文本

间性现象。 同时，近年来“民族复兴”、“文化强国”和“文化自信”命题的强调，使得重审民族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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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建新时代价值观念，以及重构新世纪文学表征系统成为作家创作审美追求，这些无疑会影响和

形成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发展的新趋向。
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的新趋向也与近年来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有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期，随着先锋文学思潮兴起，“怎么写”取代“写什么”成为创作关注重心，作家致力于叙事探索和形

式实验。 但先锋小说过于沉溺形式实验，“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的道德关怀和伦理介入”，而小说

创作在探索形式、呈现故事的同时，需要“建构意义世界”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新世纪初，先锋小说

创作一度回归现实主义，故事和意义重新回到创作中。 但经过先锋文学精神洗礼，特别是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传入国内的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开始对创作产生实际影响，
理论与创作互动，先锋小说历史叙事出现传统与先锋、建构与解构相杂糅的“交叉文化蒙太奇”现象，
以及颠覆与消解既定的意义结构，却又无力构筑新的意义结构的价值迷惘与虚无状态②。 近年来，随
着“重返八十年代”思潮走向深入，人们开始对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和思想文化传统以及对现

当代历史进行回望、反思与重审，一种趋向综合的文学和文化思想观念逐渐涌现。 如李陀批评《受
活》“对历史的复杂性表达不充分”，认为“我们今天至少都应该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种

同情态度，即使其中发生过那么多悲剧。 今天当然应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和检讨，但是要充分

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要从对这些复杂性进行研究和分析当中认识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不是简

单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③。 这是对以往二元对立简单粗暴历史态度的纠偏，强调反思批判与同

情尊重兼具，充分考虑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姚晓雷也批评格非《山河入梦》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历史“完全作为基于个人主观欲望的乌托邦实验”，是一种简单粗暴对待历史的方式，“忽略了新中

国初期社会体制选择的具体历史处境的客观复杂性，遮蔽了其在低度整合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基础上

所进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些行为所具有的某些合理因素，同时也回避了当时诸多尖锐的社会

矛盾”④。 同时，王尧提出的“新的‘小说革命’”，强调“‘小说革命’不是简单的‘断裂’，而是‘联系’
中的断裂；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而是以‘新’激活‘旧’”⑤。 这也是对非此即彼简单态度的否

定，强调对传统、历史、文化等的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态度。 这一趋向综合的文学和文化思想观念在创

作中也得到体现。 《文城》将关键性情节链的循环或缺失的先锋形式，男女情爱、军阀混战及土匪杀

戮等的浪漫传奇，以及林福祥溪镇日常生活的写实等相糅合，体现出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先锋写作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回归现实主义”创作的综合。 《民谣》也是将叙述陡转、叠合及各类文本的现代或后

现代拼贴，青少年往事和不同时代爱情故事的温情追述，以及小镇革命和革命者故事的历史叙述等

相结合，体现一种综合趋向。 而奶奶的小镇文化教养及其箱子里的碱粉、胭脂等现代文明等也体现

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综合，即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早已深植和流淌在当代文化血脉中。
可见，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不再是一味的反叛、消解，也不是单纯的“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而是传统、现
代乃至后现代的综合，形成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的新趋向也自在情理之中。

此外，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的新趋向，也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文论界关于“主体

性”理论的倡导及其新变有关。 杨春时写过多篇文章，提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文论和文学应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认为这是世界文论和哲学思潮发展与演变的自然结果。 “主体

间性”（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指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及交流互动关系，它不是对主体性的否定，而是对主

体性的“现代修正”。 文学主体间性超越文学主体性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不再把他人、社会、自然

等仅视作反映生活或表现自我的客体对象，而是将他们都视作主体，以一种平等、宽容态度与他 ／它
们交流、对话，和谐共在⑥。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之前的历史小说创作由于文艺反映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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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过于强调反映时代社会现实 ／历史内容，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由于文艺主体

论影响，过于强调探索叙事形式及个体内心世界，那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的先锋小说

历史叙事由于“主体间性”理论的影响，作品呈现为开放式文本，不仅各种主体包括作家主体、叙述主

体及人物主体等之间平等交流、和谐共存，各类文本包括叙述文本、拼贴文本或改写文本等也都处于

间性状态，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复调艺术景观。 这种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由于文本间性的无

限扩大及可能性，文本意涵可能会陷入一种套壳式虚空状态，作者主体性和独创性也可能遭到消解，
作品有可能陷入布鲁姆所说的“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德里达所言的“文本之外空

无一物”等现象中。 因而，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和批评转向强调介乎自我和他人之间却又超乎自我和

他人的“第三自我”，即“穿越作为历史阶段的反讽，发现作为现实主义灵魂的‘新人’”，这个新人信

仰“共同体”及建立在“人民”“历史”“文化”等基础上的实在①。 由此不难理解，先锋小说历史叙事

文本间性的新变态势，即缺失或循环的情节链趋向拟闭合状态，以及穿插历史、文化、人性及生命等

丰实驳杂的写实内容，这些都体现出对主体性的持守，即如德尔默·莫兰所强调的，“世界全体，在其

全部意义中，必须被重新看作一种主体性的成就，自我的成就”②。 换言之，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

间性的新趋向意味着对主体间性可能导致主体性沦陷的警惕和对确定性价值意义的坚守。
总之，先锋小说历史叙事的文本间性反映当代小说历史叙事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反叛与消解，以

及对创作审美可能性和多样性的探索与创新。 而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的新趋向，是作者力图

给多元驳杂及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以明确的艺术形式的必然结果，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文学

力图反映和整合新时代各种纷杂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的努力。 艾柯在《开放

的作品》中呼吁文学应以适应新的变化的世界的开放形式，去关注和表现“令人晕眩”的世间万物和

新的世界局势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内心的不安③；批判那种只是“记录而非行动”的文学，认为它

缺乏确定性的价值意义，只是“像照相一样反映那些分解中的关系……而不关心所发生的一切是不

是还符合人的需要，也不去问一问人的需要是什么”④。 而文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活动”，理应成为混

乱、分化和困境现实的“一面独立的镜子”⑤，这是文学的职责和积极意义所在，因为“艺术的责任是

寻求再造社会整体的可能性”⑥。 可见，先锋小说历史叙事文本间性的新趋向蕴含丰富驳杂的思想

文化意涵和文学审美可能性，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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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５ 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平：《“自我”的多重辩证：思想史视野中的〈应物兄〉》，《文学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黄平：《“自我”的多重辩证：思想史视野中的〈应物兄〉》，《文学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１ 页。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１４ 页。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２ 页。
［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５ 页。


